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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摘要：现有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相关政策分散在诸多政策文件中，存在部门和地区的条块分割、政策指向和政策力度具有区域差以及便利化不足等问题，难以适应实践的需要。针对制定协调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更强，体系化突出的专项政策的日益迫切要求，首先，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等方面，概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的环境变化；其次，梳理总结得出广东省既有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相关政策特点为相关部门和城市高度重视，但政策条款零散分布、体系标准不一，以及联通性有待加强；第三，基于区域协同创新系统构成的理论分析，提出“1+4+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体系框架，即包含协同创新顶层制度设计系统政策、协同创新中层实施系统政策（包括主体协同创新政策、要素协同创新政策、产业协同创新政策和空间协同创新政策）和协同创新底层支持系统政策（包括协同创新平台政策和协同创新环境政策）的三维结构政策体系，并设计相对应的政策体系和政策措施，包括7个政策子系统、25个政策覆盖范围和91个政策着力点；最后，建议以上述政策体系框架为依据，遵循筛选、整合、打通和补新的原则，着手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实施细则》、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汇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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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3]Abstract: The existing policies related to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re scattered in many policy documents, and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such as the division of departments and regions, policy direction and policy strength, which are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practice. In response to the increasingly urgent need to formulate specific policies that are more coordinated, targeted and practical, and that are well-structured, first of all, from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plan, Shenzhen to build the city into a demonstration are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elemen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Secondl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existing policy feature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uangdong are that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cit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 but the policy provisions are scattered, the system standards are different, and the connectivity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irdl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ion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1+4+2" framework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 that is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policy system including the design system policy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op-level system, the middle-level implementation system policy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cluding main bod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fact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and spat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bottom support system policy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cluding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policy and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policy), and designs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system and policy measures, including 7 policy subsystems and 25 policy coverage scope and 91 policy focus points. Finally, the paper recommends that based on the above policy system framework and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selection, integration, opening up and renewal,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operative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Rules”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Collection” should be introduced, so a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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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作为具有两种制度、3个关税区、3个法律体系的异质城市群[1]，国家中心城市、特区城市、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全球制造中心等交汇的特殊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离不开区域协同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过程中，需要“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的双重支撑，尤其对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珠三角9市而言，通过发挥政策制定的优势，引导相关主体的创新行为，激发市场活力和提高创新效率，进而促进粤港澳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协同创新，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有效方式。因此，协同创新政策研究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现有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中，大量成果集中在公共服务、环境治理、协调机制以及区域创新等方面[2]，而在区域创新中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的研究并不多见。文献回顾显示，目前尚未出台专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政策文件，与之相关的政策条款分散在其他诸多政策文件中。这一现状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从内容层面上看，由于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相关政策在部门、地区间的协调性均有待提升；从应用层面上看，相关政策由于尚未体系化，应用者需要自行梳理，缺少便利性。
本研究在概述政策环境变化和系统梳理现有政策文本基础上，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效应进行评述，并基于区域协同创新系统构成的理论分析，提出了“1+4+2”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体系框架和具体化的政策着力点。本研究建议面对新形势、新局面和新要求，应通过整合现有相关文件条款，推出协调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更强，体系化更突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专项政策文件。由于区域协同创新涉及的领域非常宽泛，内容庞杂，对协调度和统合性要求高，因此需要对政策体系进行设计，对内容进行取舍，强调内在逻辑的自洽、边界的清晰和内容的精确，而不是对相关政策条款的堆砌。本研究正是为此而进行的相关政策研究，希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2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政策环境分析
早在2017年7月1日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中，国家就已将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确定为粤港澳合作重点领域。2019年1月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广东‘科创12条’”），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列为其中的第1条，开启了政策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进程。自广东“科创12条”发布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环境不断发生变化，面对新形势、新局面，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同时也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要在政策层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作出积极回应，制定专门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文件应是其中应有之义。
2.1 《规划纲要》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确定了“创新驱动、改革引领”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基本原则，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确立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之一，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规划纲要》的相关内容，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发展区域的目标，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优化区域创新环境的要求等，都突显了协同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重要性。
2.2 《示范区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
2019年8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示范区建设》），确立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构建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的高质量发展高地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首要战略定位，提出的实施策略包括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探索协同开发模式，创新科技管理机制，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等。2020年8月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建设国际开放创新中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政策吹风会透露，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特色平台，将建设成为国际开放创新中心。《若干意见》从市级层面全面构建支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支持深圳园区建设成为深港科技创新跨境合作先行示范区、国际先进创新规则试验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开放创新先导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中试转化集聚区。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战略的实施，以及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建设国际开放创新中心举措，昭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正在向纵深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的层次应有新的提高。
2.3  《意见》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颁布，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的指导思想；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政府调节与监管，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作为基本原则，提出了在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支持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等5个方面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的措施，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2.4  新发展格局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2020年我国宏观政策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联组会时强调，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的本质是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延长国内产业链、保障供应链，带动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其动力来源于科技创新。发展以5G、新基建、数字经济、工业4.0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和政策完善，将加大我国在第四工业革命中的战略主动性。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将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下，以新基建推动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赋能国内大循环，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3]，应成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设计的重要立足点。
3  广东省既有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评述
由于没有出台专门的政策文件，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效应的评价只能依据现有的相关政策。广东省既有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相关的政策分散在相关部门和珠三角各城市中，需要逐一进行梳理。
3.1  省级层面相关政策
在省级层面，综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推出了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相关的政策措施。
3.1.1  综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
[bookmark: OLE_LINK84]2019年7月，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了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携手港澳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示范区的66条意见；同期，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印发了《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了9个方面100项重点举措。这两个文件均在优化提升空间发展格局、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协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措施（见表1），其中许多都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直接相关，如在《实施意见》中涉及35项，在《行动计划》中涉及51项。
 表1  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直接相关政策措施统计  单位：项
	序号
	政策方向
	《实施意见》
	《行动计划》

	1
	优化提升空间发展格局
	5
	3

	2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5
	14

	3
	协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6
	10

	4
	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7
	12

	5
	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
	12
	12

	合计
	35
	51



3.1.2  职能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
广东“科创12条”是由广东省科技厅等8个厅局制定的关于科技创新的政策文件，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关系最为密切。按政策属性，将广东“科创12条”归纳为区域创新（第1、2条）、创新人才（第3条）、创新平台（第4条）、创新载体（第5条）、创新主体（第6条）、创新要素（第7、8、9条）和创新环境（第10、11、12条）共7个方面91项政策措施，经梳理，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直接相关的政策主要涉及区域创新（第1、2条）、创新人才（第3条）和创新要素（第9条）共15项政策措施，占全部91项具体细化政策内容的17%。可见，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直接相关的政策在广东“科创12条”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如表2所示。
表2  广东“科创12条”中涉及港澳条款及举措
	政策条目序号
	政策条目
	具体举措

	1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加强科技机制的合作与协同；开放共享科技基础设施和实验室；优化创新主体境内外布点；便利创新主体人员境内外往来；扶持内地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提供在粤工作境外高层次人才的所得税差额补贴

	2
	鼓励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省科技计划项目
	建立省财政科研资金跨境使用机制；完善财政科研资金管理机制；建立资金拨付绿色通道；港澳银行收取的管理费可从科研资金中列支；港澳项目承担单位享有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并优先在广东省产业化；鼓励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向港澳开放科技计划项目

	3
	推进创新人才高地建设
	港澳人才享受广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延缴政策

	9
	加强科研用地保障
	支持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十大核心平台建设



3.2  珠三角市级层面相关政策
作为对广东“科创12条”的响应，珠三角地区的广州等7市直接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深圳和东莞市则作出了扩展性响应。
3.2.1  广州等7市的直接响应
截至2019年年底，在珠三角地区共有广州、佛山、珠海、江门、惠州、中山和肇庆7个城市出台了落实广东“科创12条”的配套措施。在这些配套措施中，均包含了涉及港澳的政策内容，主要集中在区域创新、创新人才和创新要素3个方面（见表3），此外在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中也有涉及。分城市看，广州、中山、珠海、江门和惠州市出台的政策中，涉及港澳的条款占比均超过广东“科创12条”中17%的占比，分别为52%、33%、32%、27%和25%；肇庆和佛山市的政策中涉及港澳条款占比未超过广东“科创12条”的占比，分别为16%和14%。可见，在珠三角城市的广东“科创12条”配套措施中，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直接相关的政策也占有较大的份量，为顺利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表3内，括号内的数字是什么？有无必要标注此项内容？如需标注，加标注说明括号内数字代表的含义】
表3  珠三角7市出台的广东“科创12条”配套措施中涉及港澳政策情况
	政策维度
	       广东“科创12条”
	政策措施/项

	
	               政策内容               政策措施/项
	广州
（12条）
	珠海
（8条）
	江门
（10条）
	惠州
（8条）
	中山
（8条）
	佛山
（8条）
	肇庆
（12条）

	区域创新
	1.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6
	
	10
	4
	5
	2
	5
	5
	8

	
	2.鼓励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省科技计划项目
	6
	
	4
	
	3
	
	
	
	

	创新人才
	3.推进创新人才高地建设
	10
	
	2
	3
	3
	2
	5
	
	4

	创新平台
	4.加快建设省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
	8
	
	3
	
	
	
	2
	
	

	创新载体
	5.加快高新区改革创新发展
	8
	
	
	
	
	
	
	
	

	创新主体
	6.加大企业创新普惠性支持
	10
	
	
	
	
	4
	
	
	

	创新要素
	7.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6
	
	
	
	3
	
	
	
	3

	
	8.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
	8
	
	
	
	
	
	
	
	

	
	9.加强科研用地保障
	8
	
	
	
	5
	
	
	
	

	创新环境
	10.提高区域创新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
	8
	
	
	
	
	
	
	
	

	
	11.加强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建设
	6
	
	
	
	
	
	
	
	

	
	12.持续加大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力度
	7
	
	
	
	
	
	
	
	

	合计
	91
	
	27
	19
	33
	20
	33
	35
	61

	涉及港澳条款占比
	17%
	
	52%
	32%
	27%
	25%
	33%
	14%
	16%


注：1、2、3、4、6、7和9为各城市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直接相关的涉及港澳政策和措施。

3.2.2  深圳和东莞市的扩展性响应
虽然深圳和东莞市没有直接出台对广东“科创12条”的配套措施，但是都提出了创新城市的目标和举措，可视为对广东“科创12条”的扩展性响应。如深圳市于2019年6月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包括总则、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知识产权、空间保障、创新环境和附则九章共108项条款；东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22日发布《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实施意见》，全文共20条措施，包含了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高标准建设省实验室、支持高校开展基础研究、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大力支持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强化重大平台的带动作用、全面开展创新强镇建设等内容，覆盖了源头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培育4个体系的内容。在深圳和东莞市出台的这两个文件中，涉及许多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有关的政策，支持强度可观。
3.3  既有政策总体评价
对广东省既有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经过分析，可以总结得出以下4个特点：
一是相关部门和城市高度重视。以广东“科创12条”为代表的现有文件提出了较多涉及粤港澳合作的政策条款，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提供了政策支持，如广东“科创12条”前2项条款的内容直指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1.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鼓励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省科技计划项目）。在城市层面，7个城市均将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列为第1条。
二是相关政策条款零散分布。既有涉及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的政策体现在由有关部门制定的一些政策文件中，这些文件再由有关城市通过制定实施细则加以落实，因此相关政策条款分散存在于有关部门和城市制定的相关文件中，呈现出条块分割的特点，对政策使用者和研究者而，需要自行进行梳理，加大了使用成本。
三是体系标准不一。现有相关政策并未按区域协同创新的逻辑体系进行编排，对同一份文件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政策的协调性需要进一步提高。以广东“科创12条”为例，在广州市的配套政策中，6项主要措施集中体现在两个条款中，而江门市配套政策的9项措施分别在5个条款中体现；中山市将全力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载体视为创新主体政策，而江门市将加强创新创业载体建设视为创新要素政策等。
四是政策连通性有待加强。实践中并不强求政策在文本上的一致性，不同政策文本中内容的兼容性更为重要；然而，如果不同政策文本中对同一政策的响应程度存在差异，容易造成政策执行标准和环境的不兼容。对区域协同创新而言，为了确保政策在地区和行业间的兼容性，需要对不同的政策文件版本进行整理和调整，如深圳与东莞市推出自己的科技创新政策，与其他7市对广东“科创12条”的直接响应有所不同。珠三角9市创新政策环境如何协同，需要在政策文本层面进行对接和连通。
总之，就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而言，广东现有的科技创新政策有较大的支撑力度，但是内容庞杂、靶向性不强，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和便利性，需要通过制定专项政策来弥补。
4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系统政策体系的构建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存在的许多问题，与制度设计有关，如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不紧密、创新人才流动不畅、产业协同能力不高、区域协同创新创业软环境不够完善[4]，以及协同创新体制机制仍不够完善、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存在约束、创新资源共享缺乏长效机制、科技教育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等[5]。在点、线层面上探讨优化协同创新机制和完善措施，如优化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机制[6]，联合粤港澳三地的政府、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等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智库等[7]，虽然有助于协同创新环境的完善，然而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迈上新台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出台全方位的支持政策。随着环境的变化，整合现有相关政策文件，制定专门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以进一步明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性，时机已经趋于成熟，现实意义也更加明显。因此，构建协同创新系统的政策体系分析框架，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保障显得尤为必要。
4.1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系统的构成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是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的一个典型案例，其研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叶林等[2]学者曾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协同创新最早是指由一群自我激励的人员组成网络小组，成员之间通过网络来进行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的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方式[8]。以此为基础，不断有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扩充，如有学者认为协同创新的核心是企业、政府、各类机构和其他多元化主体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组织模式[9]。协同创新落实在区域上，就表现为区域协同创新。区域协同创新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通过协调各类要素，包括人口、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发展速度、规模、结构来缩小地区间差异，通过协调发展来实现整个区域的效益最大化[10]。区域协同创新既是区域创新系统的一种形式，也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相关研究对推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由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组成[11]，在制度的保障下，区域创新系统内不同的子系统在一定的地理边界内通过积极的互动形成创新网络[12]，最终推动区域的协同创新。叶林等[2]将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分为制度协同创新、主体协同创新、要素协同创新和网络协同创新等四大子系统，它们构成了区域协同创新的主要内容，强调制度因素的作用、各主体之间的协作、创新要素的流动以及创新网络的建立。
区域协同发展被认为是区域合作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区域主体通过要素、产业、创新活动及至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全方位、多领域合作，从功能合作走向制度合作，以互利共赢为目标，追求协同利益最大化。创新协同与协同治理、空间协同和产业协同一起，构成了区域协同发展机制的4个分析维度[13]。基于区域协同发展的内涵，结合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的构成，本研究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系统划分为顶层制度设计系统、中层实施系统和底层支持系统，其中，中层实施系统由主体协同创新、要素协同创新、产业协同创新和空间协同创新4个子系统构成；底层支持系统由协同创新平台和协同创新环境两个子系统构成。
4.2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系统的政策体系设计
区域协同创新政策体系是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结构的映射，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的构成决定了区域协同创新政策体系的建构。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系统的构成，本研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的“1+4+2”三维立体结构体系（见图1）：“1”为协同创新顶层制度设计系统政策；“4”为协同创新中层实施系统政策（包括主体协同创新政策、要素协同创新政策、产业协同创新政策和空间协同创新政策）；“2”为协同创新底层支持系统政策（包括协同创新平台政策和协同创新环境政策）。这个三维立体结构的政策体系，体现了创新链条在过程上、内容上和空间上的完整性与协同性，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体系框架，能够体现区域协同创新政策的特点，进而能够发挥政策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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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及其政策体系构成

4.3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1+4+2”政策体系内涵
顶层制度设计系统政策、中层实施系统政策和底层支持系统政策具有内在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的“1+4+2”三维立体结构体系。
4.3.1  协同创新顶层制度设计系统政策
协同创新顶层制度设计系统政策体现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协同创新政策，重在进行机制体制的构建与完善。构建开放型协同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优化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方略之一。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所拥有的创新资源差距大且同质性强，导致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程度较低的现实[14]，通过顶层设计建立跨境协商管治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合发展创造深度合作的环境[15]，乃是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协同创新政策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作为顶层制度设计系统，协同创新制度需要进行一体化的建构与完善，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制度设计的政策核心是打破以行政、地区和行业为内核的管理边界，破除管理壁垒，探索有利于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的政策举措，以统一的政策标准进行全域覆盖，在区域内创造一个无歧视的、无缝对接的创新政策环境。
4.3.2  协同创新中层实施系统政策
协同创新中层实施系统政策上连顶层制度设计系统政策（“顶天”），下接底层支持系统政策（“立地”），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实施主干部分。
（1）主体协同创新政策。主体协同创新政策的核心是提升不同创新主体顺畅对接与协同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以加强协同合作的方式提高创新效率。在广东“科创12条”对创新主体普惠性政策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主体协同创新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产学研融合水平、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推进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等方面。
（2）要素协同创新政策。要素协同创新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改革破除机制体制障碍，加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实施力度。根据《意见》提出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政府调节与监管，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的基本原则，粤港澳大湾区要素协同创新政策就是要促进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发展，发挥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推动创新要素协同向先进创新生产力集聚。
（3）产业协同创新政策。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是《规划纲要》确定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之一。作为世界四大湾区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创新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制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发展，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等一系列具体政策，推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
（4）空间协同创新政策。网络化创新空间的存在是区域创新要素高效流动的重要基础，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协同创新政策的核心在于落实《规划纲要》确定的粤港澳大湾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的空间布局原则，优化网络化创新空间，为创新要素流动创设无障空间。
4.3.3  协同创新底层支持系统政策
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建构在区域创新环境之上，搭建创新平台和完善制度环境是底层支持系统建构的两个重要方面。
（1）协同创新平台政策。创新平台是创新项目的载体，区域协同创新平台的核心使命就是搭建起一个信息开放、层次分明、功能互补、运作有序，能够使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协同创新平台系统。《规划纲要》提出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明确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拓展港澳发展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合作共享，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平台政策的核心是为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提供政策保障。
（2）协同创新环境政策。区域协同创新环境政策的核心是推动良好区域创新环境的制度构建与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环境政策重在规则层次上推动与创新相关的制度改革和法治建设。
5  基于新体系框架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措施选择及建议
由于区域协同创新政策同时涉及性质不同的区域、主体、要素和产业之间的相互叠加与冲突，内容边界的控制显得至关重要。如果内容过于狭窄，势必达不到全面协同的目的；如果内容过于宽泛，也不利于各合作方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因此，在政策体系明定以后，确定内容边界成为制定协调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更强，体系化更突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的核心变量。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系统的构成，本研究设计了相对应的政策体系和政策措施，包括7个政策子系统、25个政策覆盖范围和91个政策着力点（见表4），建议以此为整体架构依据，着手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实施细则》，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汇编》，以更清晰化的呈现方式和解读为各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提供指引。




表4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系统的政策体系与政策措施
	政策系统
	政策子系统
	政策覆盖范围（举例）
	政策着力点（举例）

	顶层制度设计系统
	制度协同创新政策
	全方位合作体制机制
	（1）完善粤港澳地方政府间的科技合作机制，推动香港、澳门科技发展融入国家创新体系
（2）共同致力于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构建开放互通、布局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
（3）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和国际化创新平台
（4）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创新创业交流和共享机制，共同完善创新创业生态 
（5）鼓励粤港澳大湾区共同举办科技创新活动，鼓励境内外投资者在粤港澳设立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 
（6）支持依托深圳国家基因库发起设立“一带一路”生命科技促进联盟 
（7）鼓励其他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参与大湾区科技创新活动 
（8）粤港澳三地联合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智库等

	中间实施系统政策
	主体协同创新政策
	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
	（1）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要科研机构和重大创新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建设 
（2）向港澳有序开放国家在广东建设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 
（3）支持粤港澳有关机构积极参与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等

	
	
	提升产学研融合水平
	（1）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粤港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高水平的协同创新平台 
（2）实施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发展计划和粤港联合创新资助计划，支持设立粤港澳产学研创新联盟等

	
	
	打造高水平的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
	（1）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交叉研究平台和前沿学科建设，着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 
（2）支持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中新广州知识城、南沙庆盛科技创新产业基地、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 
（3）推进香港、澳门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建设等

	
	
	推进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
	（1）完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管理制度和开放共享台账，构建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科研仪器和设备、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生物种质的共享平台和信息互通机制 
（2）创新数据管理与共享机制，建立科技数据监管机制，定期交换监管经验和意见 
（3）加强高水平论文统计与共享，鼓励粤港澳三地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举办基础科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规范合作论文的资助来源标记等

	
	要素协同创新政策
	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
	（1）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 
（2）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支持重要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等

	
	
	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
	（1）改革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方式，建立健全多元化支持机制 
（2）完善专业机构管理项目机制 
（3）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建设 
（4）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5）推动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科研成果评价制度，修订技术合同认定规则及科技成果登记管理办法 
（6）落实科技成果常态化路演和科技创新咨询制度等

	
	
	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
	（1）推动建设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 
（2）支持科技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等新型研发机构 
（3）加快推进应用技术类科研院所市场化、企业化发展 
（4）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设立技术转移部门 
（5）推动建立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系，提高技术转移专业服务能力等

	
	
	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
	（1）探索通过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知识产权证券化、科技保险等方式推动科技成果资本化 
（2）鼓励商业银行采用知识产权质押、预期收益质押等融资方式，为促进技术转移转化提供更多金融产品服务等

	
	产业协同创新政策
	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1）完善珠三角制造业创新发展生态体系 
（2）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优化发展 
（3）加强产业分工协作，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等

	
	
	优化制造业布局
	（1）以珠海、佛山为龙头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 
（2）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3）发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创新研发能力强、运营总部密集，以及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地产业链齐全的优势，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对接，提高协作发展水平 
（4）支持东莞等市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支持佛山深入开展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等

	
	
	加快制造业结构调整
	（1）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 
（2）支持装备制造、汽车、石化、家用电器、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做强做精，推动制造业从加工生产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再制造等环节延伸 
（3）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打造绿色供应链等

	
	
	联合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1）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壮大为新支柱产业，在重点领域培育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2）围绕重点领域及其关键环节，实施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 
（3）形成以节能环保技术研发和总部基地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带 
（4）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 
（5）促进地区间数字创意产业合作，推动数字创意在会展、电子商务、医疗卫生、教育服务、旅游休闲等领域应用等

	
	
	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
	（1）支持香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建设国际认可的绿色债券认证机构 
（2）支持广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研究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 
（3）支持澳门发展租赁等特色金融业务，探索与邻近地区错位发展路径 
（4）推进深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深澳特色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科技载体建设 
（5）支持珠海等市发挥各自优势，发展特色金融服务业等

	
	
	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
	（1）以航运物流、旅游服务、文化创意、人力资源服务、会议展览及其他专业服务等为重点，构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2）推动粤港澳深化工业设计合作，促进工业设计成果产业化 
（3）深化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有序推进市场开放 
（4）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会议展览及采购中心的地位；支持澳门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议展览品牌 
（5）鼓励粤港澳共建专业服务机构，促进专业服务发展 
（6）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使用香港的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等

	
	
	共同建设现代海洋产业基地
	（1）支持香港发挥海洋经济基础领域创新研究优势 
（2）支持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等

	
	空间协同创新政策
	城市层面
	（1）落实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格局策略
（2）支持香港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 
（3）发挥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等

	
	
	跨城市空间网络层面
	（1）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走廊建设 
（2）优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布局等

	底层支持系统政策
	区域协同创新平台政策
	共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1）联动香港构建开放型、创新型产业体系，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 
（2）加强深港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合作 
（3）建设国际文化创意基地，探索深港文化创意合作新模式等

	
	
	共建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1）强化粤港澳联合科技创新，共同将广州南沙打造为华南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地 
（2）积极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海洋科技、新材料等科技前沿领域，培育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业态 
（3）支持粤港澳三地按共建共享原则，在广州南沙规划建设粤港产业深度合作园，探索建设粤澳合作葡语国家产业园等

	
	
	共建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1）加快推进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和粤澳合作产业园等重大合作项目建设 
（2）加强与国家中医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创新联盟的合作等

	
	
	共建珠三角九市特色合作平台
	（1）支持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和毗邻的深方科创园区建设，共同打造科技创新合作区，建立有利于科技产业创新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实现创新要素便捷、有效流动等

	
	区域协同创新环境政策
	深化区域创新体制机制改革
	（1）实施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出入境、工作、居住、物流等更加便利化的政策措施，鼓励科技和学术人才交往交流 
（2）允许港澳符合条件的高校、科研机构申请内地科技项目，并按规定在内地及港澳使用相关资金 
（3）支持粤港澳设立联合创新专项，就重大科研项目开展合作，允许相关资金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使用 
（4）对科研合作项目需要的医疗数据和血液等生物样品，跨境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限定的高校、科研机构和实验室使用进行优化管理 
（5）港澳在广东设立的研发机构按照与内地研发机构同等待遇原则，享受国家和广东省各项支持创新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其参与广东科技计划等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1）支持粤港澳共建国家级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和粤港澳青年创业就业基地等成果转化平台 
（2）在珠三角9市建设一批面向港澳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3）充分发挥香港、澳门、深圳、广州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功能，合作构建多元化、国际化、跨区域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 
（4）建设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平台 支持香港私募基金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型科技企业融资等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1）强化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加强电子商务、进出口等重点领域和环节的知识产权执法 
（2）加强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贸易方面的国际合作，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案件跨境协作机制 
（3）依托现有交易场所开展知识产权交易；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培育和“正版正货”承诺活动 
（4）促进高端知识产权服务与区域产业融合发展；推动通过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处理知识产权纠纷 
（5）支持香港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6）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信息交换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等


注：所例举的政策覆盖范围和政策着力点均根据《规划纲要》提炼，并且是一一对应关系。


基于上述选择策略，建议有关部门依据“1+4+2”三维立体结构体系，从政策着力点入手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并在实操过程中遵循如下原则：一是筛选。在现有众多政策条文中，以粤港澳合作为主题对各部门、各地区的相关文件条款逐一进行筛选，将所有相关内容归总形成政策池。二是整合。按“1+4+2”政策体系将政策池中的内容分别纳入到相应部分中去，使内容条理化、系统化、清晰化。三是打通。以协调性为目的，对同一性质的政策条款逐一进行合规性、合理性审核，使同一条款在各地区获得一致性的政策效力。四是补新。对无法从政策池中找到的新体系框架下的政策内容，组织力量重新制定。
6   结论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现状及其未来完善方向和路径的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现有条块分割、分散化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已不适应国家对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要求，制定协调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更强，体系化突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应该提上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
（2）制定完善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构建一个科学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系统。建立在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理论分析之上，本研究提出的“1+4+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三维结构政策体系，力图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框架基础。
（3）以“1+4+2”政策体系框架为依据，通过与现有相关政策条款相对照，可以发现许多有待完善的政策空间，未来应着手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实施细则》、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汇编》。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考虑本研究提出的筛选、整合、打通和补新的操作原则，以及包含7个政策子系统、25个政策覆盖范围和91个政策着力点的政策体系建议。
政策效力的发挥离不开理论研究的支撑以及政策与现实的相互调适，在异质城市群中推进协同创新，政策协调显得尤其重要。为此，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的研究将伴随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全过程，需要长期进行跟踪研究。

[bookmark: OLE_LINK92]参考文献: 
[1]蔡赤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挑战[J].广东社会科学,2017,34(4):5-14.
[2]叶林,宋星洲.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基于规划纲要的视角[J].行政论坛,2019,153(3):87-94.
[3]黄奇帆.如何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EB/OL］.（2020-07-20）［2020-07-28］.http://www.china-cer.com.cn/zhiku/202007206812.html.
[4]张宗法,陈雪.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思路与对策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14):81-85.
[5]李志坚,叶茂桂.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协同创新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科技中国,2019,267(10):30-34.
[6]陈杰,刘佐菁,苏榕.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基于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的经验推广[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4):114-120.
[7]GDI智库.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19［EB/OL］.（2019-11-24）［2020-07-08］.http://sz.people.com.cn/n2/2019/1124/c202846-33571193.html.
[8]陈劲.协同创新[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10-16.
[9]陈劲,阳银娟.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J].科学学研究,2012,30(2):161-164.
[10]王志宝,孙铁山,李国平.区域协同创新研究进展与展望[J].软科学,2013,27(1):1-9.
[11]AUTIO E. Evaluation of RTD in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1998,6(2):131-140．
[12]COOKE P, SCHIENSTOCK G. Structural competitiveness and learning regions[J].Enterprise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Studies,2000,1(3):265-280.
[13]刘力,许耿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协同关系及边界增长潜力分析[J].城市观察,2019 (2):50-57.
[14]辜胜阻,曹冬梅,杨嵋.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战略思考[J].中国软科学,2018 (4):5-9.
[15]钟韵,胡晓华.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与制度创新:理论基础与实施机制[J].经济学家,2017,29(12):50-57.


作者简介:李铁成（1965－），男，黑龙江兰西人，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会展经济、粤港澳合作；刘力(1966－)，通信作者，女，吉林四平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区域协调发展、产业链协同创新。
[bookmark: _GoBack]
